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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其对仕途的影响

○ 黄令坦１,郑大华２

(１．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２．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６)

〔摘　要〕依据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原理,少年丧父,家道中落,是

严复早期养成桀骜不驯性格的重要因素.严复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仕途上的成

功.但是由于性格使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政者,对他的仕途造成很大的障碍.所以他

在“北洋当差”时期,一直未能得到上司李鸿章的重用,这让严复十分心灰意冷,甚至有

退隐到诗酒田园的打算.中年之后,严复总结自己早年仕途多荆棘的根本原因是年少

时的率意行径,并对此深为懊悔并试图做出改变.转变性格的严复,似乎已经不再嫌弃

和讨厌官场的潜规则,甚至摸索出了为官之道.因此,清末立宪时期严复的仕途颇有起

色,到袁世凯当国时期,他的政治生涯进入了巅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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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一流人物”,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同时也

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思想家,其成长过程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以往学界多关注

其思想的成长和变化,而忽略了他性格的成长和变化.性格是一种与社会相关

最密切的人格特征,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并表现在他的行为举

止中.时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乃至决定一生的成败,足见性格对人生成长的决

定作用.因此,知人论世是研究历史人物必不可少的工作.本文试图对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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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做些研讨,同时讨论其对人生仕途的影响,以供同行商榷.

一、少年楚狂人

严复性格自少年起,就表现为恃才自负,桀骜不驯,言辞激烈,好逞口舌之

快.他在留学期间,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十分激赏其才华,在日记中称赞他

“于西学已有窥寻,文笔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无可其意者”〔１〕.与严复交往

甚密的郑孝胥也在日记中记载到:“观又陵文,天资绝高”.〔２〕亲朋好友在叹服严

复才华的同时,也提出了对他性格的担忧.郭嵩焘委婉地评价他“气性太涉狂

甚”,并有“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的忧虑.〔３〕继郭嵩焘之后

的驻英公使曾纪泽评价:“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而自负颇甚”,
认为郭嵩焘的“褒奖太过”,造成他的“狂傲矜张之气”.〔４〕郭嵩焘则辩解道“又陵

之狂,由来固已久也”.〔５〕

人的性格的形成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且后天因素是主要的.严复

早年的遭遇是他这种性格养成的重大诱因.严复的早年是十分悲苦的,十四丧

父,父死家贫,中断学业,全家也搬到了阳崎乡下居住,乡下的老屋“上见星而下

见土”.而且老屋的一半抵押未赎回,为他人居住.这在少年敏感的心灵中,深
埋下孤苦和死亡的阴影,时时刻刻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因此严复兄弟“皆
悲不自胜”.〔６〕１８６６年,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招生,除提供食宿外,每月发银四两,
补贴家用.因受生活所迫,严复准备前往报考.考生除具备一定条件外,还需要

找个绅商出具保结.同乡举人严厚甫恰是严复的胞叔,严复母子便去求他.不

料这个举人怕惹事,竟无情予以拒绝.幸亏族中有个前辈给他们母子献计,说厚

甫是你胞叔,三代直系,祖宗相同,可瞒着他将三代名讳职业和他本人功名经历

照填保结,加上他一个私印呈送上去.如果对保查询,他也不好当众否认.母子

就按这个办法做了.不料此事终被这个举人发觉,破口大骂,扬言要具禀退保.
母子为此痛哭跪求,才告以平息.〔７〕

严复最终不仅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被福州船政学堂录取,而且特别珍惜进

学堂的机会,格外地勤奋刻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这或多或少会给一个奋发

向上的心灵带来一些充实感和成就感.
一直到中年,严复回顾自己的出身时坦率地说:“少日贱子贱,身世随所遌.

与官充水手,自审非其脚.”〔８〕晚年在回顾自己悲苦的人生经历时曾坦率地以诗

抒情:“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

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９〕个体心理学家

认为“当人们面对他无法应付的问题时,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因此,我们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

以改进的.”〔１０〕早年“父死家贫”的困境,很容易给严复留下自卑心理的阴影.严

复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自己“天生贫骨”,〔１１〕这无疑是在无意间流露出的自卑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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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低下的人不感到自卑,他们在客观上能力差,在主观上并不为之苦恼.
因此,全然没有自卑感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卓越的人.”〔１２〕不可否认,严复的才智

在当时是绝对卓越的,甚至一直到死,严复都认为“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１３〕.
“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他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

张状态.”〔１４〕正是这种深刻自卑的强烈刺激、压迫,造成了严复心理上难以忍受

的紧张和焦虑,使他潜意识产生了同样强烈的超越这种自卑感的欲望,要显示出

自己与众不同,以此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减轻心理上的不适应.这种争取优

越感的补偿动作表现在严复身上,就是通过批评别人来展示自己的才华,以显示

自己在才智上优越于别人,来填补内心的自卑.
还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就自恃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无人能及,攻击驻英公使

曾纪泽“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对中西时事的见解“去事理甚远”.当然,
作为留学生监督的曾纪泽,对严复也怀有恶感,斥责他“狂傲矜张”.〔１５〕回国之

后,严复的这种狂傲的性格,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甚,大有猛龙过江之势,他“极
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
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１６〕.

在他讥评的“有气力”的人当中,千不该万不该,竟然把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

也囊括进去.日本占领琉球之后,严复无比愤慨,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
缳我如老悖牛耳!”〔１７〕不仅如此,他更进一步批评,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

章等中兴名臣,办洋务几十年,竟然没有给海陆军培养一个真正的人才.〔１８〕当时

北洋水师内部本就龃龉,严复这样的言辞自然而然会传到李鸿章的耳朵里.中

法战后,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此约受到朝野

上下的非议,言官弹劾李鸿章,李鸿章遂疑忌严复参与了非议他的活动.严复得

知后,十分的愤慨,或许是因为冤枉他了.〔１９〕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严复老是在背

后批评李鸿章,李鸿章对此有所耳闻,又怎么会怀疑到严复的头上呢.
除了直言不讳、好逞口舌之快,严复的性格中还有自负清高,不肯屈居人下

的一面.李鸿章曾经示意他执称弟子,他却对此不屑一顾.〔２０〕庚子以后,袁世凯

在政治上春风得意、炙手可热之时,曾经多次邀请严复做幕宾,而严复“萧然自

远”,不肯俯就,并且有意与袁保持距离.〔２１〕

抛开时局的因素不管,狂傲如果仅仅在文化的领地里横行,一定条件下可转

化为才气;要是跨进了政治的界线,那就极少有好结果了,偏偏严复正是一位热

衷于仕途的文人.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４年,他四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第四次

回福建参加乡试落第后,作«太夷继作有“被刖”诸语见靳,乃为复之»描述当时参

加科举的心情,其中有“无何八股亡,大耻末由濯内实抒宿愤,外示昌新学”
之句,自我解嘲.〔２２〕愤恨之余,历数八股的危害:锢智慧、坏心术、兹游手.可是

等到１８９８年光绪帝为变法开“特科”,召集人才,严复并没有听吴汝纶的劝阻,再
次参加科考.随着变法失败,特科作废,至此严复希望通过科考功名步入仕途的

梦想便化为泡影.严复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强烈欲望,是由内心深刻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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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压迫出来的,在他看来自己“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２３〕试图通过

科举考试证明自己的才华,使人们淡化、忘记他“武学生”的出身,但这种强烈的

愿望最终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严复为何如此深恶痛绝科举考

试.
关于晚清官场奉行的原则和官运亨通的诀窍,前有曹振镛的“多磕头,少说

话”,后有曾国藩的“打破牙和血吞”.这虽是晚清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但也同

时说明了,如果想在这个官僚体制内谋求发展,就不得不适应并遵守这个丛林法

则.一旦违背这个法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仕途受阻,乃至于被淘汰.
甲午战争爆发时,严复留学期间的同学,甚至他教授的学生,就有数人授、署

二、三品实缺,〔２４〕而严复还是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不免有“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

怀抱谁人知”之慨.〔２５〕好友郑孝胥赠与严复的诗中有“慷慨怀大志,平生行志哀”
之句,抒发了严复心声,严复得到后大悦.〔２６〕

从甲午战争开始一直到戊戌变法失败,是严复思想喷发的时期,也是严复的

性格得到最大张扬的时期.甲午战争给严复带来的心理创伤是别人无法理解

的,随着中国战败而灰飞烟灭的北洋将士,不是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英国皇家

海军学院的同学,就是他在北洋水师学堂教授的学生.二三十年的同学故旧,在
一夜之间天人相隔,对于严复不啻为当头棒喝,怎能不让他愤怒、悲凉、哀嚎.严

复悲痛万分,“尝中夜起而大哭”.〔２７〕

在甲午战争之前,严复担心影响仕途,对李鸿章还有所顾忌,还只是在私底

下批评李鸿章,并没有直接、公开抨击李鸿章.但甲午战争之时,严复再也不能

抑制自己的情绪.在给陈宝琛的信中,对于清军屡次失利的原因,严复认为是李

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导致“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著,绸谬之不讲,调度

之乖分,合肥(指李鸿章)真不能辞其责也”〔２８〕.对于李鸿章的外交方针,严复痛

斥“‘和’字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对李鸿章用人行政,他也给予严

厉批评:“合肥用人实致愤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
信其〔壻〕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

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

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乎,岂不过哉! 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

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２９〕

从１８９５年初开始,他大声疾呼地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政论«论
世变之亟待»«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通过多方位的中西对照,对
中国的文教、政治、道德、风俗进行全面的批判.其中公开发表的«辟韩»一文,主
要是勇敢地站出来批判李鸿章.李鸿章对韩愈是何等倾服,甚至以当代韩愈自

诩,是朝野尽知的事.〔３０〕严复实际上是借«辟韩»,辟李鸿章的文化道统.〔３１〕虽然

严复如此激烈地公开批评李鸿章,但也不是毫无顾忌.当李鸿章再次复出,奉命

出使俄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时,严复开始担忧自己的职位,他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

写到:“此间事势旦夕变更,李中堂今番出使俄国,年底定必回京,饬回北洋,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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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那时,兄是否仍当此差,尚未可定也.”〔３２〕

戊戌变法期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国闻报»不仅

登载国内外时事,并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
严复作为国闻报的主要负责人,在此期间共发表２７篇社论.〔３３〕这些社论无一不

是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特别是关于对德国侵占中国胶州湾的一系列社论,直接揭

露和抨击当事者对入侵之敌奴颜婢膝的无耻行径.当时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嫉妒他的人说他“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也”.〔３４〕甚至还发生了御史李盛铎弹劾严

复及«国闻报»,诬陷他与外国人勾结.幸好,在直录总督王文韶的庇护下,此事

最终不了了之.戊戌政变后,时人钳口结舌,没有敢议论时政的,而严复依旧眉

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谈论纵横,毫无顾忌.以至于当时日本«万朝报»主笔内藤虎

次郎认为他是“当地第一流的人物”.〔３５〕

然而在此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在他写给张元济的信中,严复的态度却发

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得十分谨小慎微.信中他谈到,«国闻报»上刊登«杭
州驻防瓜儿佳氏上太后书»,有杀荣禄以谢天下的词句后,认为“«国闻报»将此种

文字刊列,实属造孽,可怕,可怕! 弟年来绝口不谈国事,至于书札,尤所谨慎.
今与吾兄遂有忍俊不禁之意,望阅毕即以付丙,不必更示他人,使祸根永绝”.〔３６〕

这时严复应该意识到谈论国事,将会给自己招来祸患,或者有大祸降临的预感,
所以才收敛自己好发清议的性格.

庚子年间,严复进一步受到打击.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期间,毁坏了天津机器

局及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作鸟兽散.严复也由天津赴上海避难,途中八岁的次子

严瓛染病,在极度恐慌的时候,严复时而喃喃念佛,时而向菩萨大许其愿,时而又

祈祷上帝保佑.最终疾病还是夺走了严瓛的生命,严复恸哭不已.〔３７〕到上海后

连生活费都没有,无奈向妹夫何心川借了一百元.然而,破屋偏逢连夜雨,严复

的厄运并未到此为止.在上海时,他对政治的热情依旧没有消减,积极活动,由
于不知道唐才常自立军的机密,遂参加唐才常召开的“中国国会”,并被选为副会

长.不到二十余日,因起义消息走漏,唐才常在汉口被捕牺牲,参与“国会”的首

要成员被清政府通缉,严复遂躲进租界避祸.本想在体制内谋出路的严复,这时

一下子成为清政府的通缉犯,这个打击对他来说不算小.
虽然严复在这场事件中最终免于牢狱之灾,但自此之后严复对自己的官场

前途逐渐不抱任何希望.１９０１年,在写给曹典球的信中,描述了庚子事变后的

消极态度.“常嘿嘿廉贞,舍闭户译书而外,不敢有妄发者,坐此故也”.〔３８〕１９０５
年左右,严复已经对自己的仕途几乎不抱任何期望,并对自身从新进行了定位.
在他写给好友的信中多次提到“人生入世后,行止不由自主,往往如是即少

留终当去也”,〔３９〕而自己又是“天生贫骨,万分不能事人”,自己已经是“心灰意懒

之夫,诚不欲返伯鸾之灶也”〔４０〕.所以打算辞去开平煤矿和译书局的公职.然

而一家十几口,寄居他乡,儿女五六人还需要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

何挪展耳.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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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更有盈余,则拟往外洋游历,大略告假作闲人而已,不复受人羁束矣”.〔４２〕

二、中年反思

在英留学期间郭嵩焘对严复就有“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

也”的忧虑.〔４３〕没想到却一语成谶,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后,严复“自叹身游宦

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４４〕１９０４年初,严复辞去所有的公职,在
与亲朋故旧一一道别后,携眷离开了他供职了二十五年的北洋,来到上海,远离

名利场,准备享受“江湖之乐”.严复也认为自己是“徒以中年攸忽,一误再

误”.〔４５〕然而对“一误再误”的原因分析时,严复有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
早年严复对自己仕途不畅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官场黑暗、豺狼当道.１８９６

年,他在给堂弟观澜信中倾吐自己的忿忿不平:“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

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兄自来津

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

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

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 置之不足道也.”〔４６〕１８９９年,严复欲在总理衙门

谋一个差事,赴京活动,在他写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第念

生平进取之机,往往将成辄毁;今者此事,外无督抚之一保,内则译署之无人
况声利之场,皆有捷足尖头之辈,复驽钝后时,庸讵必得,则亦听之天命而已,无
容患得患失于其间也.”显然,在这封信中,严复将自己在仕途上的屡次失利归因

于自己不善于趋炎附势、投机钻营.
中年以后的严复,在分析自己仕途不顺的原因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多归咎

于客观外在环境,而是反求诸己,从自身的性格着手.到了１９０５年,已过知天命

之年的严复,对此有另一番悔悟和反省,在家信中谆谆教诲已是而立之年的长子

严璩“吾儿方及壮年,家贫亲老,此后职宜与世为缘,岂宜更蹈汝父覆辙,邀其谤

毁? 故愿吾儿一听父言,必变此计.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

之忤俗.吾前者即缘率意径行,于世途之中不知种下多少荆棘,至今一举足辄形

挂碍,顷者自回国以后,又三四次睹其效果,深悔前此所为之非”.〔４７〕由此可见,
严复自己总结早年“世途”多荆棘的根本原因是年少时的“率意行径”,并对此深

为懊悔.作为当事人的严复,对自己早年仕途坎坷的反思应当是最深刻、最根本

的.虽然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恨,但他并不赞成走向另一个极端:阿谀奉承、巴
结逢迎.所以在信中同时又嘱咐儿子:“亦不必向人乞怜,但不可更为高亢足

矣.”〔４８〕

到上海后,严复一度随张翼赴伦敦处理开平煤矿权利纠纷案,但随着他对此

案的了解越深,慢慢发现张翼并未以实相告,遂有被蒙骗的感觉,便不再参与此

案.回到上海后,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并一度担任校长.１９０６年９月,应
安徽巡抚恩铭的邀请,担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１９０７年７月,恩铭被光复会员

徐锡麟刺杀,严复自此也离开了安徽高等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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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严复应学报之召离沪北上,以同考官考试留学毕业生.这时候,清政

府已经下达了“预备仿行立宪”的谕旨,但是学部之召并未让严复感觉到任何欣

喜.到京后“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留学毕业生考试结束后,学
部欲挽留他,但他“心中颇不高兴”.在他看来,清政府的立宪“大抵黑暗糊涂,不
大异三年前,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严复对仕途的期望仍是十分消极的,
所以在他与夫人的信中便直截了当地说:“吾看今时做官,真是心灰意懒也”.〔４９〕

１０月末,严复又回到了上海,继续任复旦公学监督,从事教育事业.

１９０７年左右,无论从行径还是言辞上考察,严复这时候已经极为厌倦官场

上的蝇营狗苟的风气,并且对自己的仕途基本上不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并决定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新定位了自己以后从事的事业.他对自己早年仕途不顺

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像早年那样怨愤官场的黑暗,导致自己怀才不遇.而

是反求诸己,反思自己早年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是否符合人情世故和官场规则.
虽然自从１９０４年之后,严复辞去所有的公职,并决定不再步入官场这是非

之地,但是这并不代表从此不再关心政治,恰恰相反,他对政治的关注度不但没

有减弱,反而是强烈地关注,只不过是论政而不参政而已.一直到１９０７年,作为

政局的旁观者,严复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的文章和演说.１９０５年中国人掀起抵

制美货运动后,严复在报端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与于右任等展开激烈的论

战,先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五篇政论性的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建议.〔５０〕日

俄战争后,严复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原败»,探讨俄国失利的原因及对清政府的

启示.１９０６年是严复极为关心政治的一年,这年他一口气公开发表了十六篇政

论性的文章和演说词.〔５１〕数量上已超过甲午年间,范围之广,涉及到教育、币制、
外交等诸多问题.这年,严复还请郑孝胥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书房之中,联曰: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充分反映出严复企图指点江山的

渴望.凡此总总,都表明严复虽然淡出官场,但他对政治的关注依旧热忱.
然而到了１９０８年,严复的仕途出现了转机,他对自己出仕又重新燃起了信

心.１９０８年３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欲召严复为新政顾问官,严复似

乎比较中意于每月３００元薪水及２００元的车马费,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严复准备应召北上,但是由于复旦公学的学生群起挽留,他又进退维谷.
一直到８月末,严复才北上天津应杨士骧的聘请.再次来到北洋,严复心中有另

一番滋味,在他写给夫人的信中:“杨莲甫意思甚好,但吾系卅年老天津,今日见

一班人如蔡述堂、周长龄等市井小儿,皆是方面监司,作大老官面目向人,未免令

人感慨耳.”〔５２〕一方面严复和蔡述堂等人对比嫌委派的官职过小,另一方面感慨

的是自己的仕途“一误再误”,三十年没有长进.
再次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严复的那种好高谈阔论的性格,一旦环境允许,

就再次释放出来.在直隶提学使的欢迎宴会上,座中只有严复与英敛之大发议

论.〔５３〕被杨士骧聘为新政顾问官不久,在给甥女何纫兰的信中,开头严复便洋洋

得意地写到:“昨为杨帅做得一篇请兴办海军摺稿六七千言,大家佩服无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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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真如小叫天,随便乱嚷数声,人都喝彩,真好笑也.”〔５４〕

此时严复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桀骜不驯,不肯屈尊

他人.根据严复日记以及致夫人朱明丽的信中,不难看出这时的严复不仅比较

注重与权势者的私交,而且为了“私人目的”,频频拜访王公大臣.１９０９年５月,
任宪政编查馆谘议官后,严复除了拜谒本部堂官外,其他“如庆王、张、鹿两中堂,
他如泽公、肃王,皆经见过,诸阔老意思都好,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５５〕在

此前后,还多次拜访直隶总督杨士骧、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张人俊等.〔５６〕

此时严复对自己的仕途,又重新有了信心和希望.他自中年以来就身受咳

喘诸病的折磨,担心自己的病“成送老之物,但若长此不瘥,北方殆难久住,因此

一切进取之意都灰懒了”〔５７〕.因此,多次嘱咐夫人熬制药膏速寄给他.在此期

间,为了获得游美学务公所副职,他多次致书那桐、毓郎等.〔５８〕经过一番的活动

联络,严复不仅成为岑春煊等人的座上宾〔５９〕,并且在仕途上颇有一番起色,朝廷

赏给一等文科进士,并获得了宪政编查馆咨议官、审定名词馆总纂、度支部清理

财政处咨议官、钦定资政院议员、海军部协都统等一系列颇有名望的官衔.
从１９０８年到辛亥革命,严复几乎未公开发表过自己的政治观点,没有任何

政论性的文章见诸报端,几乎从论坛上消失.这其间的缘由,严复并未给出直接

的解释,但历史学并不排斥合理的推理,严复在此期间,颇有“进取之意”,奔走应

酬结交达官贵人,最终谋得数个兼职,公务繁忙,势必占用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
此时严复也已改青春年少时的“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的性格,一方面积

极与政界大佬结交联络,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积极地为这些大佬说话.袁世凯

被罢官期间,墙倒众人推,诋毁和抨击袁世凯的人风起云涌,严复却“抗言非

之”〔６０〕并不胜惋惜,哀叹“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６１〕要知道,在三四年

前,严复在与熊季廉的书信中,对袁还是恶语相向,“此几外沽有为之名,内怀顽

固之实.死权躁进,茫不自知.不出三年必败.彼与庆邸虽有因循卤莽、麻木狂

躁之殊,其实皆满清送葬人才也.”〔６２〕这突如其来的惋惜,与三年前相比大相径

庭,非常值得玩味.袁世凯面对鼓破万人捶的境地,听到严复的话,自然是感激

不尽.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再次复出,并受命组阁,严复随即拜访了袁世凯,
并被任命为北方代表团代表,参加南北谈判.

资政院开院后,严复的政治态度几乎向朝廷一边倒.例如资政院讨论广西

巡抚侵夺省咨议局权限,认为巡抚负有“违背法律,侵夺权限”的责任,资政院遂

决定派出审查员审查此案.而严复在会上则为巡抚辩护,当即被其他议员所驳

斥.后来又有三四次议案表态的时候,严复都是站在政府这边,引起其他议员很

大的不满,甚至视严复为“政府党”的头目.〔６３〕严复为什么如此袒护清政府,这其

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在资政院的二百名议员中,其中一半是钦定的.朝廷肯

定会选派自己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参政议政.严复既然能被钦定为议员,那么

在此之前的表现,在朝廷看来政治上是十分可靠的,是值得信任和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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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年的醒悟和矜持

武昌起义后,严复已过知天命之年,对自己的性格及行为方式有更深刻的认

识和反省.他对自己早年的心高气傲、直言不讳、放言高论的性格,“年老回思,
则真无益,岂徒无益,且多乖违”.在他与自己门生侯毅的一封信中对如何为人

处世,对他进行了谆谆教诲.严复规劝他不要效仿“伯夷之清”,因为“太自苦难

行”.在与他人交往上“旦夕之忧不可以傲,至于穷困,势又不能不出于求人”.
公开在报端发表自己的言论时,千万不可以持“鸣必惊人”的态度,这样会“积小

衅而蕴大孽,授人以巘”,况且自己的“殷鉴不远,可勿自惩罚”.同时严复还劝他

“不能与政界断绝因缘”,因为他现在“为生事所困”.〔６４〕在写给四子严璿的信中,
规劝“校中师友,均应和敬接待,人前以多见闻默识而少发议论为佳;至臧否人

物,尤宜谨慎也”〔６５〕.
辛亥革命后,严复因与大总统袁世凯有故,频繁拜会袁世凯,此时严复的性

格和庚子事变之后简直判若两人.在庚子事变后的数年间,袁世凯如日中天炙

手可热,曾经数次邀请严复,而严复不为所动,竟然“萧然自远”.〔６６〕袁世凯做大

总统后,严复频繁地到总统府拜会袁世凯,例如清帝宣布退位后不久,严复便去

拜会袁世凯,随即被排入袁世凯就职前的“临时筹备处办事”,〔６７〕并被任命为京

师大学堂总监督,这是他从未得到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严复得意洋洋地在家信

中写到:“此确本系三品实缺京堂官,今不知何物矣.”〔６８〕

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后,严复的政治生涯也随之进入了黄金时代.他不

仅是总统府的座上客,经常出入总统府,而且先后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约
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数职.之所以获得如此多的殊荣,这其中定然与严复

后来注重“与世结缘”的性格密切相关.此时,严复对袁世凯也多有吹捧,在他与

熊纯如的书信中多次提到类似“今大总统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６９〕“愿大总

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７０〕

严复虽极力地赞美袁世凯,但并不代表他认为袁世凯是完美无缺无可指责

的,实际上严复对袁世凯还是有诸多的不满,“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

督抚耳! 欲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人从己,不欲

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７１〕特别是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从
实践上,严复深知或者预感到帝制复辟难以成功,〔７２〕“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失

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７３〕因此,杨度登门再三邀他发起筹安会,
他始终不肯答应,没想到杨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竟然把他的名字列入“筹安六

君子”之列,并发表于报端.在见到自己的名字被盗用后,严复既没有登报声明

盗名,或者积极反对,而是采取了“即不拥护,也不反对”的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
此时严复的性格早已经和他年轻时大相径庭,要知道在他年少气盛的时候,遇到

自己看不惯的事情,酒酣耳热,快意当前,无法自制,尤其喜欢讥讽当权者,听到

者都张目结舌.而到年老时,杨度借他的名字欺世盗名,意图变更国体,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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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却是那么的软绵绵.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袁世凯待严复确实不薄;另一方

面,严复此时的性格已经不再是锋芒毕露,没有年轻时候的那种激进,已经变得

老成持重,是比较注重“与世结缘”,所以极不情愿地对复辟力量妥协.
老年做事比较讲究融通的严复,并未丢失自己的人格和底线.根据康德的

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理论:幸福作为人所追求的目的,它并不限定实现它而采取

何种手段,是否道德,人们行为并不遵循意志的道德意向,而是遵循对于自然法

则的认识,并依靠于利用这种知识,求达自己的幸福,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人为

了生存而活下去,只能以牺牲道德为代价.〔７４〕当然,严复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仕宦

利禄,而没有道德底线.当袁世凯命内史夏寿田拿了一张四万元的支票,请严复

写文章批驳梁启超,严复拒绝接受重金,明确拒绝撰文.甚至还抱“身可杀,头可

断,此事断不能为”的决心.〔７５〕袁“知其意不可夺,驳梁氏之文,乃改命孙毓筠为

之”〔７６〕.筹安会发起的六人中,其余五人都有“美新之作,劝进之文”,严复最以

文学著称,而“终洪宪之世,独未尝有只字称扬帝制”同时,“筹安开会,以至请愿,
继续劝进庆贺”,严复“未尝一与其中”.〔７７〕

随着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严复受到通缉,也意味着他仕途生命的终结,从
此便淡出了政界.综览他一生,其仕途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１８８０年至１９０５年,这是“北洋当差”时期,仕途蹉跎,“味同嚼蜡”,〔７８〕不免时

常会有北门之叹,几乎堕落成“心灰意懒之夫”〔７９〕;第二阶段,从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１
年,即“预备立宪”时期,由于此前严复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宣传维新变法

思想,爆得大名,清政府也亟需宪政人才,这时期严复的仕途颇有起色,“海军部

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政为资政院议

员.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８０〕第三个阶段,从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６年,即“袁氏

当国”时期,此时的严复龙飞凤翔扶摇直上,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时代.袁世凯

秉政以来,先后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
政院参政.常常出入总统府,俨然袁的座上宾.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灰飞烟

灭,严复的仕途也走到了尽头,画上了句号.
从政界淡出的严复,并不是从此身归诗酒田园,不再关心政治,他对中国的

命运时刻予以关注,并且忧心忡忡.袁世凯去世不久,英国公使朱尔典回国,严
复赴英使馆相送,“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尔典见状安慰

道:“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天之待国犹人,眼前颠沛流

离,即复甚苦,然放开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勿悲.”听了此番宽慰

之话,严复才“稍为破涕也”〔８１〕.此后,严复一直关注着世界大势以及国内政局,
在与友人的书中,他多次讨论一战期间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并对国内的“府院之

争”“张勋复辟”等一系列重要事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一直到他生命的最

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叮嘱国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８２〕

袁世凯死后,面对“一蟹不如一蟹”的中国政界,严复政治思想日趋保守的同

时,对宗教鬼神的信仰变得更为强烈.在他的日记中,经常有关于易经占卜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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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记录.他不但动用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募捐修建“阳崎尚书庙”,而且还亲

笔为该庙写了几副对联.这些都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已经变得比较消极,性格也

已经日趋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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